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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

时空耦合及其影响因素

杨　 艳１ꎬ穆学青２ꎬ葛军莲３ꎬ曹艳琴４

(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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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ꎬ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

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１)综合发展水平上ꎬ三者均稳步上

升ꎬ数字经济增速最快ꎻ整体呈现“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 (２)时序特征上ꎬ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ꎬ经
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阶段ꎬ大部分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ꎬ但东西部间协调差距

依然明显. (３)空间特征上ꎬ协调度不均衡显著ꎬ表现为“东高、中低、西弱—东升、中进、西缓—东强、中稳、西滞”
演变特征ꎬ形成“东部高协调、东北及中部中协调、西部脱离失调”格局. (４)空间关联上ꎬ协调度的区域联系由

“极化效应”转向“扩散效应”ꎬ空间特征从集聚转向均衡. (５)空间差异及分解上ꎬ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

的主要来源. (６)影响因素上ꎬ协调度受多因素共同作用ꎬ以双因子增强为主ꎬ互联网普及率影响最显著ꎬ人均地

方财政支出平均增强倍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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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２０２２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ꎬ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长期以传统应急抢救型为主的高耗低效发展模式诱发资源耗竭、
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１]ꎬ严重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有序发展的核心要

素是数字经济ꎬ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ꎬ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压力ꎬ实现乡村振兴的

可持续性.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ꎬ数字经济是赋能乡村建设的重要战略[２] . 数字经济

为生态环境监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信息化、现代化动力[３]ꎬ也可能对生态系统平衡产生冲击ꎬ从而

对全面乡村振兴形成严重掣肘. 因此ꎬ如何协调好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ꎬ实现三者

良性协同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和数字经济两两之间的关系研究颇为丰富. ①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关

系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乡村振兴对生态环境单向影响的定性讨论ꎬ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有效提升乡村生态

文明建设[４]、发现生态环境治理问题[５]、提出治理路径[６－７] 和法治保障[８]ꎬ少数研究依托区域生态资源探

讨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９] . ②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 既从定性视角探讨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现

代化[１０]ꎬ又从投入与产出视角对省区[１１]、市域[１２－１３]等空间尺度生态效率进行测度ꎬ还有基于区域视角的

多要素耦合协调关系实证[１４] . ③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关系的研究. 既有研究主要是从省区[１５]、市域[１６]多

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进行测度[１７－１９]ꎬ运用耦合协调模型[１７]、双重机器学习

模型[１６]、回归模型[２０]及空间计量等方法实证分析耦合协调关系、时空差异与演变趋势[２１]、影响机制与空

间效应[２２]及优化路径[２３] . 梳理文献后发现:①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相互关系研究中既有单

向影响ꎬ也有双向交互ꎬ但缺少三者耦合协调研究. ②对三者耦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尚不充分ꎬ耦合协调度

测算更无涉及. 因此ꎬ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统计计量手

段ꎬ对三者耦合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ꎬ以期丰富三者耦合的地理学研究范畴ꎬ同时促进三

者间的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ꎬ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ꎬ参考党和政府政策文件中涉及数

字经济的阐释ꎬ考虑到 ＰＳＲ(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应用的广泛性及相关研究成果[２４－２６]ꎬ遵循政策依据、理论

依据和现实依据原则ꎬ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 文章采用熵值法构建权重指标[２７]ꎬ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测度三者时空耦合关系[１４]、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空间关联性[１]、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分解法衡量三者

协同发展水平差异并分解差异来源[２１]ꎬ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有效识别相关因素驱动作用[２８] .
１.２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ꎬ本文选取了中国 ３０ 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 鉴

于数字经济指标部分数据自 ２０１１ 年发布ꎬ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 相关原始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

年鉴及统计公报ꎬ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及数字经济

开放研究平台ꎬ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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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权重

乡村振兴、生态环境
与数字经济
耦合协调

乡村振兴

生态环境

数字经济

产业兴旺

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亩均粮食总产量

作物多元化
有效灌溉面积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８

生态宜居

农药施用强度
化肥施用强度
社会用电强度

每万人乡村卫生院和卫生室数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

乡风文明

广播节目覆盖率
电视节目覆盖率

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乡村文化站数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６

治理有效

每万人居民委员会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数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生活富裕

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城乡收入比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９

压力系统

耕地复种指数
淡水养殖强度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
农村柴油使用强度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５

状态系统

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占比
乡村绿化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７

响应系统

污水处理率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比

生活垃圾处理率
当年造林面积占比

节水灌溉面积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数字基础设施

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企业拥有网站数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６

数字创新环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移动电话基站
ＩＰｖ４ 地址数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数字产业发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
电信业务总量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数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７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２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通过熵值法获得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指数ꎬ并分析其时序变化

趋势(图 １)ꎬ同时采用自然断点法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及 ２０２２ 年三者发展指数分别划分为 ５ 个层次来呈现其空

间演变格局(表 ２)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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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２.１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缓慢上升(图 １(ａ))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３５４ 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４００ꎬ
年均值为 ０.３７５ꎬ但仍存在 ６３％的提升空间.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３９、０.１０９ 降至 ２０２２ 年

的 ０.０３７、０.０９３ꎬ表明乡村振兴水平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在持续缩减. 从分区看ꎬ四大地区的乡村振兴

与全国整体同步ꎬ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始终高于全国ꎬ其他地区低于全国.
从空间分布看ꎬ整体呈现“东、西北部高ꎬ中、西南部低”的空间格局(表 ２) . ２０１１ 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较高ꎬ以上海为代表的高值区和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较高值区的省份占比为 ４３％ꎬ中值区占比为 ３７％ꎬ较低

值区占比为 １７％ꎬ而低值区仅有贵州ꎻ２０１６ 年发展水平出现一定回落ꎬ随着天津和江苏离开高值区ꎬ其占

比降至 １３％ꎬ较高值区和中值区基本持平ꎬ云南进入低值区ꎬ河北、广西和陕西进入较低值区ꎬ导致两者占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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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升至 ３０％ꎻ２０２２ 年虽然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占比下降至 ３０％ꎬ但整体空间格局基本稳定ꎬ安徽进入高值

区ꎬ形成新增长极ꎬ中值区占比增加至 ４０％ꎬ山西、河北、广东进入低值区ꎬ导致低值区增加至 １７％. 云贵地

区乡村振兴水平持续低值的原因可能为:①经济基础薄弱ꎬ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低ꎬ难以形成有效的经济循

环ꎻ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ꎬ导致人才培养不足ꎬ进一步影响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和数字经济空间格局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层次
乡村振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２ 年

生态环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２ 年

数字经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２ 年

低值
区

贵州 云南、贵州 河北、 山 西、 四
川、云南、广东

青海、山西、贵州 青海、山西、贵州 青海、 山 西、 甘
肃、贵州

青海、 甘 肃、 宁
夏、重庆、贵州、
广西、江西、海南

新疆、 青 海、 甘
肃、宁夏、贵州、
广西、 海 南、 江
西、吉林

吉林、 甘 肃、 宁
夏、青海、海南

较低
值区

甘肃、 宁 夏、 云
南、海南、黑龙江

甘肃、 陕 西、 四
川、河南、广西、
黑龙江、河北

甘肃、陕西、黑龙
江、贵州

陕西、 甘 肃、 宁
夏、重庆、云南、
安徽

陕西、 甘 肃、 宁
夏、湖北、湖南、
安徽、重庆、云南

宁夏、 陕 西、 湖
北、湖南、安徽、
上海、重庆、云南

新疆、 陕 西、 山
西、安徽、云南、
吉林

内蒙古、天津、山
西、重庆、湖南、
云南

新疆、内蒙古、黑
龙江、 天 津、 山
西、江西、贵州、
云南、广西

中值
区

青海、 四 川、 重
庆、湖北、广东、
河南、 山 西、 河
北、辽宁、吉林、
陕西

吉林、 辽 宁、 山
西、山东、安徽、
湖北、 重 庆、 江
西、海南、宁夏

青海、 宁 夏、 吉
林、辽宁、山东、
江苏、 河 南、 湖
北、重庆、江西、
广西、海南

新疆、 河 南、 江
苏、上海、湖北、
湖南、 江 西、 广
东、海南

新疆、 四 川、 河
南、江西、广东、
海南、上海

新疆、 四 川、 海
南、广东、江西、
河南、 江 苏、 山
东、河北

内蒙古、黑龙江、
天津、 河 北、 河
南、湖北

四川、 陕 西、 湖
北、安徽、福建、
河 北、 黑 龙 江、
辽宁

辽宁、 河 北、 陕
西、湖北、安徽、
湖南、福建、重庆

较高
值区

新疆、内蒙古、山
东、安徽、江西、
福建、广西

新疆、内蒙古、青
海、江苏、福建、
广东、天津

新疆、内蒙古、北
京、天津、浙江、
福建

黑龙江、吉林、辽
宁、 内 蒙 古、 河
北、山东、浙江、
福建、四川

黑龙江、吉林、辽
宁、 内 蒙 古、 河
北、山东、浙江、
福建、江苏

黑龙江、吉林、辽
宁、 内 蒙 古、 天
津、浙江、福建

辽宁、 山 东、 四
川、福建、上海

北京、 山 东、 河
南、上海

北京、 山 东、 河
南、上海、浙江、
四川

高值
区

北京、 天 津、 江
苏、上海、浙江、
湖南

湖南、 浙 江、 北
京、上海

上海、安徽、湖南 北京、天津、广西 北京、天津、广西 北京、广西 北京、 江 苏、 浙
江、湖南、广东

江苏、浙江、广东 江苏、广东

２.２　 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图 １(ｂ))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１９５ 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３５９ꎬ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分别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７８、０.３９８ 变化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０９３、０.２５９ꎬ表明虽然生态环境绝对差距呈拉大

趋势ꎬ但省区间相对差距在持续缩减. 与乡村振兴相比ꎬ生态环境水平相对较低ꎬ年均值仅为 ０.２７５ꎬ但仍

有 ７３％的较大上升空间. 从分区看ꎬ四大地区生态环境随时间变化波动上升但差异显著ꎬ东北部和东部地

区高于全国ꎬ西部和中部地区低于全国.
从空间分布看ꎬ整体呈现“东、东北部高ꎬ中西部低”的空间形态(表 ２) . ２０１１ 年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

高ꎬ位于高值区及较高值区的省份占比达 ４０％ꎬ山西、贵州和青海处于低值区ꎻ２０１６ 年湖北、湖南由中值区

进入较低值区ꎬ导致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占比上升至 ３７％ꎻ２０２２ 年北京和广西持续保持在高值区ꎬ甘肃降至

低值区ꎬ而山西、贵州和青海仍处于低值区ꎬ可能是受到自然环境、煤矿开采、工业排放等因素的影响ꎬ在过

去 １２ 年中生态环境增速缓慢.
２.３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快速上升态势(图 １(ｃ))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９５ 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３２９ꎬ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分别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５２、０.５４４ 变化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１２７、０.３８５ꎬ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ꎬ同
时ꎬ省区间相对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ꎬ年均值仅为 ０.２１１ꎬ但仍有 ７９％的改

善空间ꎬ在 １２ 年发展过程中增幅显著. 从分区看ꎬ各地区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ꎬ仅东部地区高于全国ꎬ其
他地区均低于全国.

从空间分布看ꎬ整体呈现“东部高ꎬ中西部低”的空间态势(表 ２) . ２０１１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ꎬ处
于低值区和较低值区的省份占比达 ４７％ꎬ以甘肃和青海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最为滞后ꎬ广东和浙江等 ５ 个省

份处于高值区ꎻ２０１６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快ꎬ随着福建、四川进入中值区ꎬ中值区占比上升至 ２７％ꎬ高值

区、较高值区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ꎬ青海、宁夏依旧最低ꎻ２０２２ 年数字经济快速增长ꎬ低值区占比降至

１７％ꎬ高值区中广东和江苏继续强势发力ꎬ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稳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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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３.１　 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之间整体协调度不高(表 ３)ꎬ全国年均值仅为 ０.５９８ꎬ
刚进入初级协调阶段ꎬ充分说明三者高质量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 ３　 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区域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均值

全国 ０.４３８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９ ０.５４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８９ ０.６１４ ０.６４３ ０.６６９ ０.６８４ ０.７０５ ０.７１８ ０.５９８
东北部 ０.４６９ ０.５１１ ０.５３７ ０.５６２ ０.５８４ ０.５９８ ０.６２４ ０.６４８ ０.６６７ ０.６８１ ０.７０１ ０.７１４ ０.６０８
东部 ０.５３６ ０.５７４ ０.６０９ ０.６３０ ０.６４６ ０.６６４ ０.６８３ ０.７１０ ０.７３５ ０.７４７ ０.７６３ ０.７７０ ０.６７２
中部 ０.４３７ ０.４６５ ０.４９２ ０.５２１ ０.５５４ ０.５７３ ０.５９８ ０.６２７ ０.６６０ ０.６７９ ０.７０４ ０.７２２ ０.５８６
西部 ０.３４１ ０.４０３ ０.４４８ ０.４７４ ０.５０５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７ ０.５９０ ０.６１４ ０.６３１ ０.６５４ ０.６６９ ０.５３５

　 　 从时序变化看ꎬ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ꎬ主要分为 ４ 个阶段

(图 ２、表 ３):(１)濒临失调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ꎬ协调度由 ０.４３８ 增至 ０.４８３ꎬ随着严重失调消失ꎬ轻度、濒
临失调减少ꎬ勉强协调大幅度增加ꎬ但整体协调性仍然偏低ꎬ主要是受到生态环境与乡村经济发展矛盾、区
域发展不平衡及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影响. (２)勉强协调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协调度为 ０.５１９ ~ ０.５８９ꎬ
轻度失调逐步消失ꎬ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占比增加.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ꎬ提出要加快信息消费培育. 数字化进程为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改善带来新的发展契机ꎬ区域

协调性也随之有所提升. (３)初级协调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ꎬ乡村振兴战略的首次提出和数字经济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关键节点ꎬ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ꎬ协调度提升到 ０.６８４. (４)中级协调阶段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ꎬ开始进入整体协调阶段ꎬ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下降ꎬ中级协调占据主导ꎬ良好协调稳定发

展ꎬ协调度提升至 ０.７１８.
从四大地区看(表 ３)ꎬ东部地区协调度变化态势均处于协调阶段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５３６ 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７７０ꎬ经历“勉强协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初级协调(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级协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３ 个阶段ꎬ
充分展现出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相互适应性. 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变化幅度一致ꎬ均经历了从濒

临失调到中级协调阶段ꎬ协调度分别由 ０.４６９、０.４３７ 上升到 ０.７１４、０.７２２. 西部地区从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ꎬ发
展较为迟缓. 总体来看ꎬ东部和东北部协调度均值高于全国均值ꎬ中西部协调度低于全国均值.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比例关系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３.２　 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协调度空间变化视角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ꎬ但均呈上升态势且存在

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表 ４) . (１)２０１１ 年各省份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ꎬ呈“东高、中低、西弱”差异分布格

局. 首先ꎬ处于失调阶段的省份占 ６７％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ꎬ其中贵州处于严重失调阶段ꎬ东部地区依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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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先发经济优势ꎬ其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要素集聚效应ꎬ更易实现资源高效整合ꎻ其次ꎬ协调度较高的省

份中ꎬ东部地区以北京和浙江协调度最高ꎬ进入初级协调阶段ꎬ该分布特征则与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走廊

等战略布局叠加效应相关. (２)２０１６ 年协调度明显提升ꎬ呈“东升、中进、西缓”格局. 首先ꎬ协调度较高的

省份不仅包括进入中级协调的北京、浙江、江苏ꎬ广西、内蒙古、河南、黑龙江也跃级进入初级协调ꎻ其次ꎬ整
体仍然呈现“东中西”差异分布ꎬ中部其他地区整体进入勉强协调ꎬ虽然贵州跃级进入濒临失调ꎬ但与青

海、甘肃、宁夏仍停留在失调阶段. “十三五”规划加速政策红利释放ꎬ促进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生态治理

深度融合ꎬ中西部地区受益于精准扶贫、生态补偿机制及基建倾斜ꎬ但受限于产业基础薄弱与要素流动不

足ꎬ欠发达地区仍存在转型滞后. (３)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大幅度提升ꎬ呈“东强、中稳、西滞”分布格局. 首先ꎬ各
省份均进入协调阶段ꎬ北京、浙江率先进入良好协调ꎬ与其他省份形成差距ꎬ形成“双核心”增长极ꎻ其次ꎬ
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战略推动要素高效集聚和技术外溢ꎬ整个东部和东北地区除吉

林和海南以外ꎬ全部进入中级协调ꎬ随着新疆和内蒙古的加入ꎬ高占比协调格局初步形成ꎻ最后ꎬ受高寒生

态脆弱性制约ꎬ西部地区的青海成为唯一滞留在勉强协调的省份ꎬ生态保护红线与产业准入限制延缓其协

调进程. 总体上协调度趋于优化ꎬ但与优质协调还存在一定差距.
表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各省份协调度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地区 省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２ 年 地区 省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２ 年

东北部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０.４６８
０.４１７
０.５２２

０.６０３
０.５６２
０.６３０

０.７１９
０.６８７
０.７３６

东部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

０.６８４
０.５４９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７
０.５７８
０.５３４
０.６０９
０.５４４
０.５４０
０.３２０

０.７６７
０.６４６
０.５９８
０.６４５
０.７２５
０.６７３
０.７４６
０.６３９
０.６６０
０.５３８

０.８９６
０.７５１
０.７０３
０.７７２
０.７９４
０.７７４
０.８５７
０.７９６
０.７１８
０.６４３

中部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０.４８３
０.３８９
０.４４０
０.４３７
０.５３２
０.３４２

０.５９８
０.５５４
０.６０７
０.５５４
０.５８９
０.５３６

０.７０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５１
０.７０３
０.７３５
０.７０６

西部

内蒙古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重庆
贵州
四川
云南
广西

０.４８６
０.３８９
０.２６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７９
０.４０３
０.３３２
０.１２９
０.４９３
０.３２８
０.４４２

０.６１９
０.５４８
０.４８３
０.４４９
０.４８０
０.５５１
０.５３４
０.４１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１４
０.６２５

０.７２５
０.６７２
０.６１２
０.５８６
０.６４３
０.７０７
０.６９６
０.６０８
０.７３０
０.６２５
０.７６１

　 　 基于协调度等级视角ꎬ在 ３ 个年份节点中绝大多数省份实现跨级跳跃ꎬ将其分为 ７ 种类型:(１)“初级

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稳步提升型ꎬ２ 个(北京、浙江)ꎻ(２)“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
渐进升级型ꎬ６ 个(辽宁、天津、山东、上海、福建、广东)ꎻ(３)“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的跨界跳跃型ꎬ２ 个二级跳(吉林、内蒙古)和
７ 个三级跳(黑龙江、河北、新疆、四川、河南、湖北、广西)ꎻ(４)“勉强协调→中级协调”的快速渐进型ꎬ２ 个

二级跳(湖南、江苏)ꎻ(５)“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的多级

递进型ꎬ５ 个三级跳(山西、陕西、重庆、云南、海南)和 ２ 个四级跳(安徽、江西)ꎻ(６)“严重失调→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的低位突破型ꎬ１ 个五级跳(贵州)ꎻ(７)“中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失调→濒临

失调→初级协调”的边缘追赶型ꎬ２ 个三级跳(青海、宁夏)和 １ 个四级跳(甘肃) . 综上所述ꎬ跨级跳跃占比

达到 ７３％ꎬ整体呈现出“东部高协调、东北及中部中协调、西部脱离失调”的空间演变格局.
３.３　 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

３.３.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

进一步测度协调度在空间上的关联性ꎬ运用 Ｚ 值法对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表 ５) .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２ 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显著为正ꎬ正态统计量 Ｚ 值均大于 １.９６ꎬ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５ꎬ集聚可能性大于随

机分布可能性ꎬ能够显著拒绝零假设. 结果表明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ꎬ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

征.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呈“高－低－高－低”的“Ｍ 字形”波动趋势ꎬ均值为 ０.３０５ 且指数性质不变ꎬ逐渐由

“极化效应”转为“扩散效应”ꎬ空间特征由集聚转向均衡[２９]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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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Ｔａｂｌｅ ５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变量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均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９ ０.３２５ ０.３２２ ０.３５０ ０.３３６ ０.３１３ ０.３２１ ０.３０９ ０.３２６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６ ０.３０５
Ｚ 值 ２.１６１ ２.４７９ ２.９３１ ２.９０９ ３.１３２ ３.０２２ ２.８３８ ２.９０１ ２.８０２ ２.９３９ ２.４９４ ２.６１８ ２.７６９
Ｐ 值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局部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

Ｆｉｇ􀆰 ３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２２

３.３.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

继续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及 ２０２２ 年的截面数据绘制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图 ３) . 依据各省份协调度空间集聚类型ꎬ
将其划分为高高集聚区(ＨＨ)、低高集聚区(ＬＨ)、低低集聚区(ＬＬ)和高低集聚区(ＨＬ)４ 个类型(表 ６)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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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空间关联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６ꎬａｎｄ ２０２２

年份
高高(ＨＨ)

个数 占比 / ％

低高(ＬＨ)

个数 占比 / ％

低低(ＬＬ)

个数 占比 / ％

高低(ＨＬ)

个数 占比 / ％

２０１１ １２ ４０ ４ １３ ９ ３０ ５ １７
２０１６ １１ ３７ ４ １３ １０ ３３ ５ １７
２０２２ ９ ３０ ４ １３ １０ ３３ ７ ２４

　 　 (１)高高集聚区(ＨＨ):２０１１ 年位于该区的主要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河南ꎬ２０１６ 年减少河南ꎬ２０２２ 年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安

徽. 总体上ꎬ该类型区范围逐步缩小ꎬ以东部沿海地区为核心ꎬ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高ꎬ协同发展度也远高

于周边省份ꎬ形成地区发展增长极. 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的推进ꎬ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形成内外部地理

空间叠加的整合效应ꎬ相互毗邻ꎬ产生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溢出效应ꎬ从而呈现局部高值集聚态势.
(２)低高集聚区(ＬＨ):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位于该区的主要有吉林、安徽、江西、海南ꎬ２０２２ 年为河北、吉林、

江西、海南. 总体上ꎬ区域范围稳定ꎬ占比均为 １３％ꎬ但分布范围比较分散. 该类型区是协调度高值区向低

值区过渡的区域ꎬ自身协同发展水平不足ꎬ受周边高协调省份的辐射效应弱ꎬ资本、技术、人才流向周边协

调度高的省份ꎬ逐步形成两级分化.
(３)低低集聚区(ＬＬ):２０１１ 年位于该区的主要有湖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ꎬ２０１６ 年新增湖南ꎬ２０２２ 年新增调整为山西. 总体上ꎬ该类型区范围小幅增加但整体稳定ꎬ占比增加至

３３％ꎬ空间分布以西部为核心并向中部辐射ꎬ表明随着协调度的稳步提升ꎬ东西部差异逐步缩小. 但该类型

区地形复杂ꎬ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困难ꎬ制约经济发展. 此外ꎬ这类地区多以资源依赖型经济和传统农业

为主ꎬ产业结构单一且附加值低ꎬ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创新能力ꎬ难以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
(４)高低集聚区(ＨＬ):２０１１ 年位于该区的主要有内蒙古、广西、四川、湖南、广东ꎬ２０１６ 年仅湖南调整

为河南ꎬ２０２２ 年为内蒙古、广西、河南、湖南、辽宁、黑龙江、四川. 总体上ꎬ该类型区范围逐步扩大ꎬ占比增

至 ２４％ꎬ空间分布范围相对分散. 该类型区协调度水平相对较高ꎬ相较周边省份具备一定优势ꎬ呈现极化

效应的同时对自身发展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３.４　 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分解

３.４.１　 整体及区域内差异

运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分析协调度演变情况(图 ４(ａ)) . 研究期内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１５４ 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０５２ꎬ充分体现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成

效性ꎬ协调度发展更加均衡且总体差距收敛. 从地区看ꎬ西部地区差异最大ꎬ基尼系数均值为 ０.０８０ꎬ内部

发展极不平衡. 东部地区协调度变化幅度最小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８４ 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０５０. 区域内差异整体

呈现为西部>中部>东北部>东部.
３.４.２　 区域间差异

区域间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０.１２６)>东部－中部(０.０８２)>东北部－西部(０.０８０)
>中部－西部(０.０７１)>东北部－东部(０.０６６)>东北部－中部(０.０３５)ꎬ这与 ４ 个地区自身发展密切关联(图 ４
(ｂ)) . 总体来看ꎬ虽然中间个别年份小幅波动ꎬ但 ４ 个地区基尼系数都在缩小ꎬ呈收敛态势. 东部－西部的

协调度差距缩小最为明显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２３５ 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０７８ꎻ东北部－东部的协调度差距缩小幅度

最小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０９９ 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０５１. 今后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ꎬ推动东、西部区域间

的产业合作和人才流动ꎬ同时继续推进东北振兴战略ꎬ提升东北与其他区域的协调度.
３.４.３　 差异来源及贡献

区域内差异贡献率比较稳定(２０.８５２％ ~ ２４.２９８％)ꎬ区域间差异与超变密度则呈现出对称变化(图 ４
(ｃ)) . 从贡献率大小来看ꎬ研究期内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呈上升态势ꎬ区域间差异贡献率虽有所下降ꎬ但均

值(６７.８１０％)始终高于区域内差异(２２.１５０％)和超变密度(１０.０４０％) . 因此ꎬ要解决三者耦合协调空间不

均衡问题ꎬ应着重从缩小区域间差异入手.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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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协调度的区域差异

Ｆｉｇ􀆰 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４　 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１４ꎬ２４ꎬ２８ꎬ３０]ꎬ综合考虑各指标权重大小并征求专家意见ꎬ最终选取 ４ 个维度 １５ 项指标作为探测因素ꎬ
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及交互探测分析.
４.１　 因子探测分析

由地理探测器运行得到各指标对协调度的影响力 ｑ 值. 结果(表 ７)显示ꎬ１５ 项影响因子中有 ８ 项通

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ꎬ影响力排序前 ５ 的是互联网普及率、城镇化率、专利授权数、节能环保支出及乡村从

业人员占比ꎬ其 ｑ 值均大于 ０.３ꎬ其中互联网普及率最为显著ꎬ而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高速公路里程的 ｑ 值

均未超过 ０.２ꎬ影响力相对较弱.
４.２　 交互探测分析

交互探测结果(图 ５)显示ꎬ所有交互因子对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具有显著增强作用ꎬ且以双因子增强

为主.
(１)各维度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存在较大差异ꎬ主要分为 ３ 个层级. 社会环境中的城镇化率、市场环

境中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较强. 其中ꎬ互联网普及率与高速公路里程交互作用的影响力

最大ꎬ属于第 １ 层级. 其次是城镇化率与高速公路里程的交互作用ꎬ属于第 ２ 层级. 相较之下ꎬ电子商务销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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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电子商务销售额与财政预算收入占比、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收入占比

等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则较小ꎬ属于第 ３ 层级.
表 ７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维度 影响因子 ｑ 值 排序 维度 影响因子 ｑ 值 排序

人均教育支出(Ｘ１) ０.２４４∗∗∗ ６
社会环境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Ｘ２) ０.３２６∗∗∗ ５

城镇化率(Ｘ３) ０.４６０∗∗∗ ２

社会消费结构(Ｘ４) ０.０９４∗ ９
互联网普及率(Ｘ５) ０.５４６∗∗∗ １

市场环境 信息技术服务(Ｘ６) ０.２８６ —
电子商务销售额(Ｘ７) ０.０３２ —

邮政业务量(Ｘ８) ０.０９４ —

产业基础

政府调控

产业结构(Ｘ９) ０.１１９ 　 　 —
高速公路里程(Ｘ１０) ０.１７６∗∗∗ ８
专利授权数(Ｘ１１) ０.３７３∗∗∗ ３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Ｘ１２) ０.１８４∗∗∗ ７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Ｘ１３) ０.０１１ —
财政预算收入占比(Ｘ１４) ０.０６５ —

节能环保支出(Ｘ１５) ０.３４３∗∗∗ ４

　 　 注:ｑ 值反映影响力水平ꎬ取值区间为[０ꎬ１]ꎻ∗∗∗、∗分别表示回归参数值通过 １％、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图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交互探测结果

Ｆｉｇ􀆰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２)市场环境中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主导型的交互因素ꎬ成为其他因子产生影响的重要催化剂. ①互

联网普及率与高速公路里程的交互作用最大ꎬ对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的双因子增强影响ꎬ表明互联

网普及率在高速公路里程越高的省份越有助于协调度的提升. ②互联网普及率与其他因子交互能够起到

显著强化作用. 它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 ｑ 值均高于 ０.５５７ꎬ表明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影

响因子ꎬ能够融合其他因子产生协同效应ꎬ为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３)市场环境、政府调控与其他因子交互可大幅提升影响力. 这 ２ 个维度中的社会消费结构、电子商

务销售额、邮政业务量、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收入占比等因子自身 ｑ 值均小于 ０.１ꎬ但与其他因子

交互作用后 ｑ 值分别由 ０.０９４ 上升到 ０.１３５ ~ ０.６０６(均值为 ０.３２８)、０.０３２ 上升到 ０.０４５ ~ ０.５５７(均值为

０.２６４)、０.０９４ 上升到 ０.１２２~０.６０５(均值为 ０.３０１)、０.０１１ 上升到 ０.０４５ ~ ０.５６９(均值为 ０.２７３)、０.０６５ 上升

到 ０.０９４~０.６０４(均值为 ０.３１３)ꎬ平均增强 ３.４８９、８.２５０、３.２０２、２４.８１８、４.８１５ 倍. 因此ꎬ虽然以上 ５ 个影响因

子对协调度影响力有限ꎬ但与互联网普及率关联后ꎬ影响力和重要性得到显著增强.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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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对策

５.１　 结论

(１)综合评价方面ꎬ研究期内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ꎬ增速为数字经济>
生态环境>乡村振兴ꎬ但三者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ꎬ整体呈“东高、中西低”空间差异特征.

(２)时序特征方面ꎬ研究期内协调发展水平随时间推移明显逐步提升ꎬ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

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阶段ꎬ大部分省份进入初级协调阶段ꎬ但东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协调差距.
(３)空间特征方面ꎬ协调度展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ꎬ呈“东高、中低、西弱—东升、中进、西缓—东强、

中稳、西滞”格局ꎻ协调度方面ꎬ绝大多数省份实现跨级跳跃ꎬ分为 ７ 种类型ꎬ整体呈“东部高协调、东北及

中部中协调、西部脱离失调”特征.
(４)空间关联方面ꎬ整体呈现正相关ꎬ由“极化效应”转为“扩散效应”ꎬ空间特征由集聚转向均衡ꎻＨＨ

集聚区呈现以东部沿海为核心的“抱团”集聚趋势ꎬＬＬ 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ꎬＬＨ 和 ＨＬ 集聚区呈现

出一定的依附效应ꎬ地理邻近性显著.
(５)区域差异方面ꎬ协调度总体基尼系数逐步缩小ꎬ区域内差异为“西部>中部>东北部>东部”ꎬ区域

间差异为“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东部>东北部－中部”ꎬ区域间差异

是协调度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６)影响因素方面ꎬ协调度受多因素共同作用ꎬ以双因子增强为主ꎬ其中互联网普及率影响最为显著ꎬ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高速公路里程的影响较弱. 各维度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后存在明显差异ꎬ互联网普及率

成为主导型的交互因素ꎬ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强倍数最高.
５.２　 对策

(１)深化数字乡村战略ꎬ推动乡村振兴. 应依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ꎬ进一步推动落实相关举措ꎬ
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ꎬ通过加快农村宽带、５Ｇ 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ꎬ推广“互联

网＋农业”、智能农业和农村电商等ꎬ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 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ꎬ应
充分利用优势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智慧乡村建设中的应用ꎬ打造数字乡村示范区. 最终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ꎬ推动乡村产业升级ꎬ提升乡村经济活力ꎬ实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强力赋能.
(２)贯彻绿色发展理念ꎬ统筹生态与产业协调. 生态环境与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存在较强的时空耦合

性ꎬ且协调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因此ꎬ各地区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坚持生态优先的

绿色发展理念ꎬ重点加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和修复ꎬ通过实施生态补偿、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措

施ꎬ保障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同时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ꎬ鼓励发展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等绿色产业ꎬ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ꎬ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共赢ꎬ确保乡村振兴与生态环

境保护齐头并进.
(３)加强区域协调发展ꎬ缩小区域差距. 研究表明区域间协调度存在明显不平衡性ꎬ尤其是东西部地

区的差距较大ꎬ应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东部地区可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式支

持中西部地区发展ꎬ缩小区域发展差距ꎻ东北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ꎬ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

优化配置ꎻ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ꎬ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教育资源等方面ꎬ增
强地区的发展能力ꎬ逐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ꎬ最终推动乡村整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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